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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本期所收两篇论文,田澍所撰之文,将嘉靖、万历朝的两位内阁首辅张璁与张居正置于皇

权视阈之下加以考察,进而对他们的人格特点与执政策略作了有益的比较;而肖宗志所撰之文,则将研

究的视角转向清季筹备立宪时期吏部的裁撤,并对其裁撤的原因作了深层次的探讨.
明代的内阁首辅,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内阁首辅与君主的关系,归根结蒂就是皇权与相权

的关系.相权固然可以对皇权起到约束作用,但终究还是难以摆脱皇权的羁绊而独立行政.就此而论,
张璁应该说深得儒家刚柔相济的秘诀,故而可以得到世宗的尊重,使政局得以稳定.而张居正则不同.
他自称不是“相”,而是如周公之“摄政”,多刚少柔,显然触及了皇权的底线,因此难得神宗的信任,乃至

随后遭到清算,使朝政趋于动荡之中.至于清代的吏部,大抵上承明代制度而来,但选任官员的权力则

已大为削弱.一至清季,随着筹备立宪的实施,吏部的裁撤,固然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

吏部的存在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立宪体制.两文所做的有益探索,其视角与内容之新颖,对于进一步深化

明清政治史研究不无裨益.

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

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

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

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

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关键词:明世宗;明神宗;张璁;张居正;大礼议;顾命大臣;杨廷和

中图分类号:K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４Ｇ０１５６Ｇ０９

嘉靖及其以后诸朝在明代历史上是相对独立的单元,此期由明世宗朱厚熜开启.众所周知,因
为武宗朱厚照的绝嗣和藩王朱厚熜以独特的身份继位,引发了“大礼议”,最终世宗击败主张继统又

继嗣的杨廷和一派,取得了继统不继嗣的胜利,维护了自己固有的父子关系.在这一重大争论之

中,不顾个人安危而全力支持世宗且与杨廷和一派及武宗朝弊政毫无任何瓜葛的新科进士张璁崭

露头角,成为“大礼议”中新生的政治明星,代表着全新的力量,开启了“嘉隆万改革”的新时代.
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近代以来谈论明代改革,学界只关注万历初年张居正的行政行为.不论

对他的褒与贬,由于没有恰当的参照,认识难免偏颇.事实上,早在明代,沈德符就注意到了张居正

与张璁两人的相同性,认为张居正在编纂«明世宗实录»时“极推许永嘉(张璁为明代浙江永嘉县

人),盖其才术相似,故心仪而托之赞叹”,并说两人“皆绝世异才”[１].张璁和张居正的谥号皆为“文
忠”,两人相同点较多,明人李维桢认为继张璁之后,“阁臣有江陵,与公姓同,谥文忠同,相少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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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任事同,公得君诚专,为众所侧目,杌陧不安,身后七十余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称忠,与
江陵又同.”[２]李维桢序 清人梁章钜论道:“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时之贤相,未
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则永嘉又似胜江陵一筹.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

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刚明峻洁,始终不渝,则非江陵所能及.”[３]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突破

近代以来的狭隘之见,将张璁与张居正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

任.”[４]以上评论对我们在皇权视域中认识张璁和张居正具有重要的启发.
张璁与张居正之所以能够有为于各自的时代,就在于他们敢于担当,各自与当朝皇帝有着特殊

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在明代改革史上起到了开创作用,具有更为独特的历史

地位.对于张璁与“大礼议”和“嘉隆万改革”的关系,笔者已有专门论述①,现以皇权为视野对张璁

和张居正做一比较研究,以期理性地认识他们各自的贡献和历史作用,更好地理解嘉隆万改革的趋

势乃至明代历史的最终走向.

一、张璁和张居正与皇帝相知途径不一

作为明代阁臣特别是首辅,与皇帝的关系是否融洽,是判断其是否有所作为的首要条件.张璁

和张居正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名相”或“权相”,皆与当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密不可分.
尽管年长张居正五十岁的张璁初涉官场,没有依靠,没有圈子,但在“大礼议”中不惧杨廷和及

其追随者的围堵、谩骂和暗杀,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挺身而出,支持势单力薄的世宗,显示出士

人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当时,一些对杨廷和主张有微词的大臣如杨一清等人只在私下反对或抵

触,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张璁敢为人先,没有过多的心里负担,没有自保的

顾虑,不怕杨廷和集团的打击报复,能够公开向杨廷和的观点挑战.按照一般人的处境和心思,经
过八次会试磨练而在４７岁中第的张璁此时应该踯躅观望,不要招惹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否则,轻则

丢掉见习的职位,被赶回老家,瞬间葬送大半生艰辛考取的功名;重则白白送死,成为杨廷和集团的

刀下之鬼.正如张璁所言:自己当时“初为进士,未尝受皇帝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尝识臣为何如人,
臣只因见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赖圣明在上裁决,不然臣万死无益也.”[５]救张延龄第二

尽管当时的政情极为特殊,形势不明,但大多数人明白杨廷和暂时占据主动,人多势众,为此不敢站

出来与其论战.而从湖北前来继位的朱厚熜年仅１４岁,既是一个未见世面和未经风雨的乡下少

年,又是一个不懂权谋的新君;既没有后宫的支持,又没有心腹宦官的襄助;既没有东宫僚属,又没

有顾命之臣.总之,处于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世宗,到北京来继承皇位,犹如只身进入虎穴.虽然

世宗年少,但懂得孝情,亦能读懂武宗遗诏的内容,故不怕杨廷和等前朝旧臣.同时他也清醒地认

识到在职的臣子极少有人敢于突破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封锁来声援自己.就在新皇帝面对如此严

峻的情势之际,刚刚中第的观政进士张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世宗,就显得格外瞩

目,使杨廷和及其追随者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世宗看到张璁的第一份奏疏即言:“此论一出,吾父子

必终可完也.”[６]卷４,正德十六年年七月壬子 事实证明,世宗的这一认识是极为准确的.
正是张璁的出现,才使世宗面对的礼仪问题和法律解释进入了正常的讨论轨道.尽管他们依

仗绝对优势对暂处劣势的张璁展开了围攻,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大礼议”的彻底失败者.自

张璁出现之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应依靠的全新力量,重用张璁等人便是世宗的不二选择,无人能

够阻挡.张瀚说道:张璁“成进士,任南部郎,以议献庙礼称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间,晋
陟宰辅”[７]卷５«堪舆纪».这是当时人事大变动的缩影.从当时权力更替的角度而言,“大礼议”其实就是

武宗皇权向世宗转移的过程,世宗藉此迅速摆脱了杨廷和集团的束缚,顺利实现了皇权的完全转

移,使嘉靖政治很快进入世宗自主控制下的新时代.双方议礼观的冲突只是表象,其本质在于世宗

从杨廷和等前朝旧势力手中收回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力.所以,彻底打败杨廷和集团是世宗

①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担负的政治使命和面临的严峻考验,最后的成功充分说明他年纪尚轻但具有杰出的政治智慧和超

强的政治手段.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张璁才能迅速崛起和“骤相”.张璁表面上因议礼脱颖

而出,被委以重任,但这绝不是他个人命运的简单改变,而是标志着新生力量的出现和时代的剧变.
“大礼议”绝不像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形式的论争那样混乱和不可把握,参与争论的双方人数

的多少都不是判断“大礼议”走向的主要依据.张璁能够充分利用杨廷和的巨大失误而展示了自己

的全面素质,并赢得了胜利.谈迁评论道:“永嘉议礼,能以辨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
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８]卷５３,嘉靖六年十月乙巳 对杨廷和提出的世宗必须更换父母的主张是完全可以讨

论的问题,但在这一讨论中绝不能把自我之见完全强加于皇帝,并将不同意见斥之为“邪说”.但是

杨廷和一派以毫不妥协的誓死决心要天真般地击败皇帝,自不量力地要剥夺皇帝与其父母的固有

关系.作为暂时占据主动地位的杨廷和集团需要的不是对世宗和张璁的强硬态度,而是要改变照

搬照抄的态度和削足适履的做法,调整思路,放弃不近人情、违背武宗遗诏和无视事实的主张,找到

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新方案.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为张璁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

件.当时,“新主尚少,旧臣恃恩,往往执刊定之成礼,以胶父子兄弟之辙,主心不能无孤.公虽新

进,宿学老成,能据礼援经以与之衡,而关三事大夫之口,天子倚之,自是遂复用公.”[２]丘应和序 在双方

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形下,张璁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和封杀中无所畏惧,孤军奋战,真正表现出了士

大夫所应有的骨气和不屈精神,成就了其“正大光明之业”.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世宗反思即位之

初的遭遇时说道:“朕本藩服,以我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宫未建,上宾之日,遗诏命朕入绍大统,以奉天

地宗社之祀,君主臣民.当是时,杨廷和怀贪天之功,袭用宋濮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拟英宗,毒离

父子之亲,败乱天伦之正.朕方在冲年,蒙昧未聪,致彼愈为欺侮.幸赖皇天垂鉴,祖宗默佑,以今

辅 臣 张 璁 首 倡 正 义,忘 身 捐 命,不 下 锋 镝 之 间,遂 致 人 伦 溃 而 复 叙,父 子 散 而 复

完.”[６]卷１０４,嘉靖八年八月戊寅 世宗对张璁充满感激之情是正常的,对张璁在“大礼议”中的表现高度肯定也

是发自肺腑的.在明代阁臣中,张璁的表现是独特的,他与世宗的关系当然是牢固的.但即使这

样,张璁深感“君臣相保”的艰难,清醒地认识到:“君臣相遇,自古为难,君臣相保,自古尤难.相遇

为难者,难以正也.不正则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为难者,难以诚也.不诚则为苟容,非相保

之道也.”[９]再辞陈情 对于自己与世宗的相知相遇,张璁极为珍惜,能够严守为臣的进退之道,以廉洁、
守正、奉法、勤勉、爱民来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能留则留,该退则退,以确保君臣关系不受损伤.

相比于张璁,后来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则是老臣与幼主的关系.明穆宗临终前,将自己不满十

岁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大臣,说道:“朕嗣统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
负先帝付托.东宫幼,以属卿等,宜协辅遵守祖制,则社稷功也.”领命之后,高拱等人“泣拜而

出”[８]卷６７,隆庆六年五月己酉 .穆宗去世之后,高拱“以顾命自居,目无群珰”[１０]卷４«相鉴»,很快被冯保赶走.高

仪不久亦卒,张居正便为首辅,以唯一一位“顾命大臣”的身份来管教神宗,这是张居正严厉约束神

宗权力的合法性之所在.从此便真正开始了万历初年由张居正独自一人主导的、全新的顾命之政.
每当张居正遇到言论攻击而面临进退之时,他都要拿顾命大臣的独特身份为自己辩护,以确保自己

职位的稳固.如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御史刘台论劾其“擅作威福”时,张居正上疏辩解:“臣既受先帝

付托之重,皇上又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敢不矢以死报.况圣学尚未大成,嘉礼尚未悉举,朝廷庶事

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岂臣言去之时?”[１１]卷４６,万历四年正月己未 次年,在守制还是夺情问题上,也
因顾命大臣的身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夺情,神宗说道:“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

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１２]万历五年十月八日辛卯 “顾命大臣”是张

居正公开的、合法的护身符,包括神宗在内的任何人一时难以撼动.与张璁相比,张居正与神宗关

系的牢固性和持久性是有问题的.对此,张居正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说道:
“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１３]卷２８«答操江王少方».神宗对张居正的依赖是被动的,是其父临终前的安

排,而不是自己主动的选择.神宗年幼时尚能与张居正较好相处,一旦成长到一定年龄且感受到皇

权独享的必要时,张居正自然成为多余,矛盾必然凸显.当张居正以侵犯皇权的名义受到清算时,



自然成为明代付出惨重代价的阁臣.明人于慎行论道:“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体,以为致祸

之端,以夺情起复、二子及第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败也.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

之权,钳制太过耳.”[１０]卷４«相鉴»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年),神宗根据三法司的调查和结论,发布了张居正

的罪行,公开指责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

不忠.”[１１]卷１５２,万历十二年八月丙午 在朱元璋废相之后,将这样的罪名强加在明代大臣一人身上者极为罕见,
足以看出摆脱“顾命大臣”管束之后的神宗对张居正的极端厌恶乃至仇恨.这与世宗一直竭力保护

张璁的做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充分说明张居正并未得到神宗诚心的敬重.

二、皇权在两张文忠政治命运中的作用不同

张璁和张居正分别在嘉靖初年和万历初年与当朝皇帝结缘,但两人有明显的差别,即张璁是新

朝的新臣,双方在“大礼议”中相知;张居正是新朝的旧臣,是前任皇帝的安排.一般而言,旧臣特别

是内阁首辅在新朝不可能任职较长,新君一般都要尽快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新内阁.当然,正统前

期老臣“内阁三杨”辅佐小皇帝英宗是个特例,张居正的情况与此相似.但随着“三杨”的老去,正统

后期便出现了乱局,酿成了震惊天下且深刻影响政局走向的“土木之变”.张居正能否走出这一怪

圈,是检验其为政能力的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无法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但张璁与张居正完全

不同,在张璁去世后,其身后的嘉靖政治没有出现突变,张璁也一直得到朝廷的高度肯定,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他与世宗之间有着真诚的情谊.
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在嘉靖初年所面对的人事关系更为复杂,面对的反对力量更为强大.世宗

要清除杨廷和集团,要让自己倚信的张璁等新兴势力完全取代旧势力,需要过渡,甚至还需要激烈

的斗争.在世宗与张璁等人取代杨廷和集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启用与杨廷和

“大礼”观保持距离或私下认同张璁观点的一些老臣,如谢迁、杨一清、费宏等人,其中谢迁将近八十

岁.这些老臣完全是过渡性人物,世宗不可能依靠他们组建自己真正的新内阁,更不可能依靠他们

从事真正的革新.一些旧史家不明白这一道理,一味地渲染他们与张璁等新进者的矛盾.事实上,
这些老臣与张璁等新进之臣间守旧与革新的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明史费宏传»的作者论道:“承
璁、(桂)萼操切之后,(费宏)易以宽和,朝士皆慕乐之.”[１４]卷１９３«费宏传»杨一清也与费宏一样,反对张璁

等人“多所更建”的改革,主张四平八稳和安于现状,他明确指出与“咸好更张”的张璁等人冲突的原

因是:“今持论者尚纷更,臣独主安静;尚刻核,臣独主宽平.用是多龃龉”[１４]卷１９８«杨一清传».张璁等人

主张“纷更”,而杨一清则主张“安静”;张璁等人主张“刻核”,而杨一清则主张“宽平”,这就是嘉靖前

期“刚明果敢,不避嫌怨”[１４]卷１９６«张璁传»的张璁等人与所有安于现状的老臣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
如果无视理念的冲突和时代的要求,仅仅拿张璁等人的人品就事论事,就不可能厘清嘉靖前期

的政局走向.如沈德符认为:张璁与张居正相比,“永嘉险,江陵暴,皆果于自用.异己者,则百端排

之.”[１]就明代政治体制而言,如何形成强势的内阁,是明代中后期政治的客观要求.就嘉靖前期而

言,除了张璁,费宏、杨一清等人都不具备强化阁权的条件和能力.他们一味地骑墙观望,优柔寡

断,或故意与张璁相左,或一味宽纵百官,不可能成为勇于担当、真正革新的嘉靖阁臣.不可否认,
张璁不是完人,但他绝不是见风使舵和安于现状之人.张璁敢为人先,勇于担责,敢于创新,在“大礼

议”中得罪了不少人,在随后的政治革新中触动了一些官员的切身利益,污蔑、谩骂之词不绝于耳.
面对朝中不断出现的反对张璁的阴谋和掀起的驱赶浪潮,对世宗也是莫大的考验.总体而言,

世宗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张璁抱以信任并继续予以重用.但终因无法招架言路的攻击而不得

不多次让张璁离开内阁.在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年)至十四年(１５３６年)的七年之间,张璁三次被世宗罢

免,但不久 又 被 召 复,这 在 明 代 历 史 上 是 极 为 罕 见 的.嘉 靖 前 期 出 现 “张 璁 最 宠,罢 相 者 屡

矣”[１４]卷１９６«方献夫传»的特例,表明当时推进革新异常艰难.但对这一现象,不可简单地解读为君臣关系

的恶化,更不能片面地认为是张璁因“失宠”而“尊严尽丧”[１５].
针对朝臣的攻击,张璁除了一般性的辩解之外,便坦然地离职回家,轻装上道,来去正大光明,



不会像张居正那样采取各种手段来确保自己职位的稳定,更不会像张居正那样借口皇帝离不开自

己而设法留任.正如张璁所言:“夫皇上所以数进臣者以礼,而臣所以获罪当退者亦以义.被命而

去,闻命而来,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己之嫌,可白于天下后世者也.”[５]乞休陈时事 又诗言:“两
年三度过天津,津人问我往来频.君臣岂是难相遇,只恨恩深未杀身.”[１６]天津二首 张璁用这一行为向

世人表明自己并非贪恋权势之辈,使各种贪图权位的流言不攻自破,对自己,对世宗,对嘉靖政治,
都有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世宗每次起复张璁时都是加官进爵,给予重用.特别是通过张璁从容的

来去,解除了世宗的疑虑,加深了对张璁人格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情谊.世宗从张璁反复

罢免和起复中“察其诚”,对张璁更加“重信”,“常以少师罗山而不名”,进一步密切了君臣关系,“眷
顾之厚,始终不替”[１７],彼此“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不与闻者.”[６]卷２２１,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 如嘉靖

十年(１５３１年)张璁改名孚敬后,世宗将其父手书的“荣恩堂”三字赐予张璁,并“识其端曰‘皇考手

泽’”,同时赐银印篆刻一枚[６]卷１２３,嘉靖十年三月戊子.,上书“永嘉张茂恭印”六字,不用张璁之名.世宗对张

璁说:“日前闻卿自为堂房一,名曰荣恩,夫所谓荣得君恩也.朕思皇考尝手书斯三字,朕恭装轴,兹
并银印一枚及彩帛等物以赐,以为吾君臣相庆之意,庶见朕意云耳.”[１８]谢赐御笔堂额银印彩币 世宗的旷世知

遇之恩使张璁只有全力尽职担责方能报答.他对世宗说:“夫负荷之际,诚人所当自量,仰惟圣明在

上,励精图治,百度贞明,臣凡庸莫能裨助万一,位重弗胜,日怀忧畏,诚不敢以自用也.”[１８]辞避 又说:
“臣伏思皇上更臣之名,复锡之字,千古所无之殊恩也.更锡名字,复御笔大书之以赐焉,尤千古所

绝无也.君父恩遇如此,其何能报! 臣子荣幸,其何能胜! 臣敬当装轴,并敬临刻,一尊奉于钦赐臣

书院敬一亭左右,俾臣子孙仰之;一尊奉于钦名臣官邸荣恩堂左右,俾臣朝夕接目警心,率由圣训,
不至 于 终 迷 也.”[１８]谢赐更名及御笔大书 嘉 靖 十 二 年 (１５３３ 年),世 宗 又 亲 书 “敬 一 ”二 字 赐 于 张

璁[１６]承赐御书“敬一”二字恭和圣制二首 .从中不难看出,张璁与世宗的关系不仅没有因其多次离阁而疏远,反而

愈加密切.张璁之子张逊业就此说道:“臣父仰荷皇上知遇之隆,古今罕伍.”[５]附疏谢恤典

世宗在张璁多次进退的反复考验中增加了对张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使张璁因生前的磨练而

避免了身后的不幸.至少世宗不会像后来的神宗那样亲自下令清算自己曾经依赖和肯定的重臣.
相对于张居正,张璁得罪的人更多,招致的怨恨也更多,想加害张璁者也大有人在.在嘉靖前期政

治风浪中如何对待张璁的荣辱,如何确保张璁的人身安全,世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他的特

殊贡献给予足够的尊重,并采取万全的手段使张璁免遭不测.这既是嘉靖政治之幸,也是张璁之

幸.与张璁正好相反,张居正只进不退,过于看重自己的权位,难与张璁相提并论.正如梁章钜所

言,张璁屡次罢复,“终遂首丘之愿,获全身后之名,其进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３]

与张璁相比,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所面对的政治风险要小得多.在赶走高拱之后,张居正迅速而

又全面地控制了朝政,借助于幼主、太后和太监三种特殊力量,张居正暂时真正实现了“宫府一体”
的治理愿望,也真正成就了所谓明代“第一权相”的气势.事实上,张居正行政的阻力远远小于张

璁,一些公开批评张居正的人被予以杖责、贬谪或除名,比嘉靖朝世宗处置反对张璁者要严厉.年

幼的神宗被迫用这种高压手段保护着张居正.但是,就明代的政治特点而言,这种做法只能是暂时

的,难以持续.如果处在正常的政治氛围之中,有无张居正都无关紧要,张居正可以像张璁那样坦

然地离开内阁,又可以随时进入内阁.但由于神宗年幼,暂时依从张居正也在情理之中.关键的问

题是神宗和张居正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可能得到朝臣的真心认同,对他“专擅”的攻击接踵而至,甚
至有人把他比作曹操或贾似道.对于攻击者,神宗能够顺从张居正之意而予以打压.这与世宗巧

妙保护张璁的做法正好相反.世宗之所以屡次让张璁离开内阁,一方面是减轻舆论压力,另一方面

是保护张璁.而“顾命大臣”的身份,既束缚了神宗,又限制了张居正,使张居正只能留任,不能退

出,没有回旋的任何余地.于是,积怨愈来愈多,在张居正死后终于爆发,不可收拾.正如夏燮所

述:“初,言路为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１９]在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朝中重臣无人为张

居正誓死抗辩,成为明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奇特现象.
张居正生前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一严重后果,一方面表明他对明代政治的特点认识不足,另一方



面表明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没有理性的预判.自夏言以后,尽管严嵩、徐阶、高拱等首辅因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被赶出内阁,但自身和家族没有遭受灭顶之灾,政局亦未逆转.尽管张居正也会说:“高
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１３]卷４４«归政乞休疏»,但他还是去意不定,甚至根本就没有去意.面对张

居正离职的试探,神宗不置可否,把该问题交给其母.李太后态度明确,根本不在乎神宗的心思,要
张居正辅佐到三十岁时再说.李太后明白地告诉神宗:“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

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 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

商量.先生以后再不必兴此念.”[１３]卷４４«谢圣谕疏»这当然是李太后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张居正之前,也
没有如此长久执政的“顾命大臣”.但李太后此言的确迷惑了张居正,使他根本没有认真思量尽早

离开神宗的严肃问题.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会不久倒在职位上,并很快离世,未能等到

如何退出内阁让神宗独立行使皇权的那一天.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张居正不仅不会想到自己身

后的悲惨遭遇,而且还憧憬着让其众子继续书写自家的辉煌.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年),张居正之子张

懋修进 士 及 第,张 居 正 对 神 宗 “不 胜 感 戴”,极 力 表 示 “臣 子 孙 当 世 世 为 犬 马,以 图 报 深

恩.”[１２]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戊辰 在此之前,张居正就对神宗说:皇恩浩荡,“施及于己身者,其恩尤浅;施及于

子孙者,其恩为深.戴德于一时者,其报有尽;戴德于后世者,其报无穷.”[１２]万历八年正月九日己酉 由此可

见,在其生命快要结束之前,较长时间没有强大对手的张居正,其政治嗅觉与隆庆、万历之际相比已

不大灵敏了,使其对未来的危险没有足够的警惕.
从皇权的视角来看,张居正悲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他对张璁与世宗关系的演变以

及张璁屡次罢复的行为反思不够深刻,始终认为“顾命大臣”的身份可以确保自己权位的安全;另一

方面,张居正对自己幕后赶走高拱的行为是否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足够的认识,自然也就不会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防范,更不可能通过制度变革予以消弭,无力结束长期以来内阁“混斗”的局面.作为

顾命首臣的高拱被神宗轻易革职,驱除京城,使其成为明代历史上新君以最快速度和最阴险方式赶

走的第一位首辅.这一闹剧充分暴露了神宗藐视老臣、羞辱老臣和不遵父命的阴险性格.而李太

后、冯保和张居正教唆神宗赶走高拱,使神宗称帝后上了第一堂极为生动而影响深刻的权谋课,为
整治比高拱“侵犯”皇权更为严重的张居正做了一次漂亮的预演.换言之,高拱“侵犯”皇权在前,张
居正“侵犯”皇权在后,但张居正身居其中而浑然不觉,还沉浸在因顺利赶走高拱而产生的兴奋之

中,根本没有想到神宗会用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所以说,万历时期的张居正对

皇权的不可靠性认识不清,暂时的、表面的君臣亲密关系和因此所拥有的权势不可能给张居正带来

永久的安全,独享“顾命大臣”的身份也根本无法给张居正带来持续的荣光.正如张瀚所言:高拱

“开隙华亭,罢归.复起柄国,乃欲恃权修怨于华亭.不知窥伺之江陵,已阴挤而力排之,祸且不测

矣盖权势所在,当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 余所睹记,如分宜、贵溪至相倾危以死不悟.
后来者复蹈覆辙,何迷之甚也.”[７]卷７«权势纪»在张居正夺情问题上,他的门客宋尧愈认识明确,曾明确

警告张居正“当去而去,即受祸,祸轻.欲去不得去,即祸不及身,其祸重.愚恐初丧之乱在方寸,而
惑在深眷”[８]卷７０,万历五年十月丙戌 .但张居正在当时根本听不进去此类善意的劝告.

三、张璁与张居正对明代中枢政治的影响各异

在明代皇权运行中,尽管君臣之间有一些矛盾或认识上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但这种情形绝

不能影响君臣之间正常的交流和彼此之间的基本信任.一旦双方因政见不合而发生对抗且不可调

和,或内阁完败,或引发朝政混乱.“大礼议”中的杨廷和就是内阁完败的典型代表.一些研究者频

频引用«明史杨廷和传»中“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１４]卷１９０«杨廷和传»诸语来

论证杨廷和内阁的强势和此时阁权的扩张,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明代,阁臣可以在决策环节就

某一具体问题暂时不同意皇帝的意见,需要做进一步的沟通和协调,但不能以频频否定帝意为荣,
这绝不是阁权有效行使的正当形式.特别是与皇帝意见不一致时,阁臣更应主动与皇帝沟通,相互

交流,在彼此让步或说服皇帝后形成决定.如果处于弱势的阁臣咄咄逼人,试图压制皇帝,并以毫



不妥协的不合作姿态张扬于外,那只能引发皇帝的怀疑和厌恶,皇帝会想方设法将其赶出内阁.相

比于让世宗“常忽忽有所恨”的杨廷和,张璁和张居正在与皇帝的交往中就更加顺畅,沟通更有成

效.与张璁相比,杨廷和的致命缺陷就是与世宗难以相处,无法沟通.他以“万世公议”自诩,公开

向世宗叫板,以人多势众连连向世宗施压.为了解决这一势力对皇权的威胁,世宗施政的核心便是

全力清除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使其永无出头之日,难以东山再起.世宗借助“大礼议”而成功消除了

前朝遗留下来的庞大的政治势力,确保了嘉靖政治的稳定,并开创了全新的嘉靖时代.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张璁是世宗切割旧势力所依靠的关键人物,起着特殊的作用.嘉靖六年

(１５２７年),张璁刚入内阁,便向世宗进言,直指内阁弊端:“我太祖高皇帝惩前代丞相专权,不复设

立,而今之内阁,犹其职也.皇上责以调元赞化,可谓得任辅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为人也.今

之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听令,是部院乃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
簠簋不饰,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抚字心劳,指为拙政,善事上官,率与荐名,是郡县

又为监司之府库矣.”进而提出对策,认为:“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内阁始.夫人君用人

固未尝借才于异代者也.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九卿择其人焉,各责之以择监司;监司择

其人焉,各责之以择守令.守令,亲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妇莫不被其泽矣.”[２０]应制陈言 自内阁

设置以来,张璁第一次向皇帝明确要求授予内阁选用九卿的权力,这是朱元璋废相和朱棣设置内阁

以来阁臣首次直接提出赋予内阁如此重要的用人权.对于张璁的“恳诚”之见,世宗给予高度认同

和积极支持,对他说:“风励百僚,咸俾感化,以成嘉靖之治,卿其懋之.”[６]卷８１,嘉靖六年十月甲子 与其他阁臣

相比,张璁与世宗之间具有更畅通的交流渠道,既有密疏言事的保障,又有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关切,使
张璁 拥 有 了 协 助 世 宗 革 新 的、可 靠 的 皇 权 资 源.世 宗 曾 对 张 璁 说:“朕 有 密 示,其 慎 之 勿

泄.”[８]卷５３,嘉靖六年十月乙巳 在世宗的支持下,张璁便开始了强化阁权的改革,使阁权开启了真正的扩张趋

势,从此进入“鼎盛期”.«明史»的作者论道:“世宗朝,(张)璁、(桂)萼、(夏)言、(严)嵩相继用事,六卿

之长不得其职.大都波流茅靡,淟涊取容.”[１４]卷２０２«赞曰»剔除对六部尚书同情的成分,我们看到的是作

者对阁权自张璁以后明显扩张现象的深刻感受.这是嘉靖朝政治的最大变化,也是嘉靖革新的重要

成果之一,张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张璁之后,这一扩张之势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停顿,且一直

持续到张居正时代.正如史家所言:“是时内阁权积重,六卿大抵徇阁臣指.”[１４]卷２１８«申时行传»

与张璁相较,张居正如何在张璁强化阁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阁权的改革,确保内阁权力运行

的稳定和不断完善内阁权力的保障机制,是真正检验张居正为政能力特别是改革能力的关键性指

标.学界一味描绘张居正个人的权力和放大“第一权相”的暂时作用,则是偏颇的.如在对待阁权

的问题上,张居正始终保持低调,刻意掩饰,既不敢正视张璁以来的阁权扩张,更不敢进一步公开强

化阁权.他在隆万之际就小心地说道:“窃照阁臣之职,专一视草代言,故其官谓之知制诰.若制词

失体,以致轻亵王言,则阁臣为不职矣.”[１３]卷３８«明制体以重王言疏»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他仍沿袭此说,认
为:“顾今阁臣之职,不但参与密勿,票拟章奏,且又办理制敕文字,总裁纂修事务,改定经书讲章,日
侍内殿进字,其责至重,其事至繁.”[１２]万历三年八月十一日丙子 直到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他还在说:“照得阁

臣列在禁近,以备顾问,代王言,其职务最为繁重.”[１３]卷４２«请简用阁臣疏»从这些平淡而又老调的言辞中根

本看不出“第一权相”张居正的实际权力,也根本无法理解批评者所谓“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
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１４]卷２２５«杨巍传»的实情.张居正不敢像张璁那样直截了当地表明内阁选

择九卿甚至领导九卿的权力,而是拿一百多年来的翰林身份为内阁定位,为自己辩护,不敢表露自

己的权力真相,避免反对者抓住把柄来反击自己.这种自我掩饰只对张居正个人眼前的权位有利,
而对进一步强化阁权却是极为有害的.所以,御史魏允贞理直气壮地对神宗说:“自张居正窃柄,
吏、兵二部迁除必先关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与辅臣精察二部之长,而以其职事归之.使辅

臣不侵部臣之权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辅臣之间以自行其私,则官方自肃.”[１４]卷２３２«魏允贞传»为此,首辅

张四维反驳道:不能因为“前臣(指张居正)行私,而欲臣不与吏、兵之事”[１２]万历十一年三月四日丙戌 ! 但由于

张居正在阁权的问题上不像张璁那样态度明确,故攻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后张居正时



代的阁臣特别是首辅没有足够的理由发起有效的反击.阁臣特别是首辅渴望继续拥有较大行政权

的要求,既 不 会 得 到 神 宗 的 真 心 支 持,也 不 会 得 到 舆 论 的 普 遍 响 应,“阁 臣 与 言 路 日 相 水 火

矣”[１４]卷２１８«申时行传»,内阁在多方质疑中失去重心,走向没落便成为必然之势.
张璁为了确保阁权的有效扩张,防止反对者攻击自己图谋专权,不得不屡次离开内阁,以表明

自己不会贪图权位.如此既消除了世宗的疑虑,加深了对张璁的信赖,又堵塞了反对者的无端攻

击,确保了阁权在嘉靖时期的有序扩张.而张居正以种种借口不愿也不敢离开内阁,更不敢公开宣

称自己主导的内阁已事实上拥有人事权和行政决策权,故不仅没有打消神宗的疑虑,反而加深了神

宗对他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真正从制度上推动阁权的持续加强,反而公开宣传违背张璁强化阁权

的主张,授人以柄,为反对者提供了否定阁权的口实,葬送了几十年来阁权扩张的成效.
除了李太后的支持,张居正还有太监冯保的襄助.与宦官的勾连,既是张居正暂时有所作为的

主因之一,也是张居正厄运的根源之一.而张璁不仅与宦官隔绝,而且还在严厉惩治宦官,成功革

除镇守中官,有效限制宦官权力,使嘉靖朝的宦官干政程度处于明代中后期的最低位[２１].在嘉靖

以来限制和整肃宦官权力的大背景下,张居正为了自己的权位,与宦官冯保打得火热,使宦官势力

再次抬头,使其对政治的侵害进一步加重,这为神宗清算张居正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先处理冯保,
后清算张居正,便成了神宗最佳的路径选择.同时神宗按照张居正对内阁职权的表述,竭力遏制自

张璁以来日益扩大的权力,下决心限制内阁首辅的权力,杜绝再现第二个“专擅自恣”、“乾纲独断”、
“蔽主专权”的张居正.考察反张活动的成效,神宗完全实现了这一预想的目标.

张璁所遇到的世宗在位４５年,张居正所遇到的神宗在位４８年.世宗利用自己长期执政确保

了张璁对内阁权力扩张的改革成果,使内阁首辅权力保持稳定和持续的增长.同时世宗也真心保

护着张璁,使他在生前死后能够免遭一些居心不良者的攻击和诬陷.而张居正恰恰相反,具有“小
世宗”之称的神宗长期执政对死后的张居正来说是灾难性的.神宗对张居正生前的极度尊重和死

后的无情鞭挞,使其判若两人.他的长期执政使清算张居正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因此彻底扭转了

嘉隆万改革的走向,完全断送了嘉隆万改革的成果.

四、结　语

就张璁和张居正各自所处的时代而言,差别是明显的.张璁的时代是新旧力量交替中最具活

力的时期.出于打击杨廷和势力以及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需要,世宗必须依靠张璁等新兴势力,
也必须趁机进行改革.世宗和张璁与前朝势力和弊政都没有关联,各自也就没有顾虑和负担,故使

张璁的时代具有极为难得的革新机遇和较大的改革空间.与张居正相比,张璁“得君最专”,真正得

到了皇帝的倾心委任,也真正得到了皇帝的真心尊崇和爱护.他和世宗“君臣道合”,对政治的革新

能够达成一致,故变革是君臣的共识,而不是张璁一人的自编自导和自言自语.这就保证了改革能

够持续进行,不会因张璁离世戛然而止.在张璁时代,扶持世宗登基的杨廷和其实就是他的一面镜

子.从张璁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对皇权的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真正接受了杨廷和恃功跋扈的

教训,没有步其后尘.而张居正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真正变革的条件,只是嘉靖和隆庆改革的余续

和享受嘉隆改革成果的时期.尽管明代新皇帝即位后都要推行所谓的“新政”,但作为前朝遗留的

辅政旧臣,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位而不被新君抛弃.张居正合法担任首辅的理由就是因为皇帝年

幼而受先帝嘱托的“顾命大臣”.对神宗来说,张居正是父皇安排的老臣,只能被动接受,谈不上真

心依靠,更谈不上真正的尊重.与张璁和世宗在反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相知相依相

比,张居正在嘉隆万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摸爬滚打,极为圆滑、智谋和老练.对神宗来说,张居正何时

离开和怎样离开万历政坛,他时有闪念.但由于母后的时时干预和冯保的上下其手,君臣双方碍于

情面而无法一时分手.最后是张居正的突然去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真正结束了单一“顾命大臣”
的时代.张居正是自成化阁臣李时以来在职最久的一位前朝老臣.在神宗看来,张居正的死意味

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故试图要在张居正之后“励精图治”,大展身手,“事事惩张居正专



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１３]卷２６７,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壬辰 ,要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万历时代.正如万历

十一 年 (１５８３ 年 )申 时 行 所 言:“皇 上 聪 明 天 纵,躬 听 万 机,一 时 政 治 聿 新,百 废 具

举”[１４]万历十一年四月八日己未 .但事实证明,由于缺乏对张居正施政得失的理性分析,清算过于冒失,加之

没有可依靠的干才和能臣,神宗要在全面反对张居正浪潮之中开创新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两人所依靠的皇权不同,故他们身后的历史走向也就大不一样.张璁身后尽管有这样那

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政治活力未减,世宗的政治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革新局面依旧,继任首辅

皆能延续内阁的强势权力,支撑着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但在张居正身后,内阁首辅成了张居正专

权的代名词,反对“专擅”的张居正其实就是反对内阁扩张的权力.御史钱一本就说:“我国家仿古

为治,部院即分职之六部,内阁即论道之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俯

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１６]卷２３１«钱一本传»在无视张居正之功而一味放大其过的

反对声中,阁臣特别是首辅个个灰头土脸,相互推诿,不敢继续扩大阁权,不愿做第二个张居正,使
张璁开创的内阁强势化趋势快速发生逆转.反对者只是指责张居正的专权和阁权的扩张,而无人

能够理性思考阁权真要弱化之后的体制变革和应对策略,以确保行政的良性转轨和平稳过渡.在

后张居正时代,内阁改革迷失了方向,行政中枢疲软,使真正失去强势内阁支撑的神宗皇权难以应

付日益复杂的政局,“留中”现象日益严重,决策能力迅速下降,君臣怠政废事成为常态,万历政治很

快走向歧途而不可收拾.
要真正了解张居正,首先必须要全面了解张璁;研究晚明历史,必须要正视张居正.只有深化

对张璁的研究,切实肯定张璁在明代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嘉靖以后明代的政治

走向,也才能真正认清张居正的作用.离开皇权的参照,就无法理解他们两人的命运、行为、事功及

其影响.就张璁与世宗而言,世宗皇权的行使是主动的,是一种常态;就张居正与神宗而言,神宗皇

权的行使是被动的,是一种变态.正因为如此,两张的命运各不相同,对明代政治正面影响的效果

也就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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